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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考察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倾向和权力距离感）与当前社会信任危机引发的各类受骗事件对农民工心理

契约违背感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来自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 12 家制造企业的 676 名农民工参加了调研。研究结果显示，权力

距离感和受骗事件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分别有直接的抑制和促进作用；集体主义倾向、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通过组织

公正感的中介作用，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产生间接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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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心理契约违背指员工对组织未充分履行组织承

诺的认知（Morrison & Robinson, 1997）。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心理契约违背成为解释和预测员工组织

行为和态度的核心概念之一（Atkinson, 2007）。研

究发现，员工对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往往伴随着员

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水平的显著降低（Hartmann 
& Rutherford, 2015; Rayton & Yalabik, 2014）以及消

极工作态度和反生产行为的增多，如工作倦怠、

故 意 拖 延 等（Jamil, Raja, & Darr, 2013; Sharma & 
Thakur, 2016）。 

虽然已有研究充分论证了心理契约违背对员

工工作态度、行为以及员工与组织关系的重要影

响，但对员工心理契约违背机制的探讨明显不足

（Vantilborgh, Bidee, Pepermans, Griep, & Hofmans, 
2016）。少数研究者考察了个人和组织因素对员

工心理契约违背感知的影响，发现员工对雇主的

信 任（Robinson, 1996）， 员 工 的 人 格 特 征（Raja, 
Johns, & Ntalianis, 2004）、企业的工作要求和资源

（Vantilborgh et al., 2016）对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

知有着重要影响。当不利的个人因素（如高竞争压力）

与组织因素（如缺乏培训机会）同时发生时，员工

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水平最高（Reimann, 2017）。

这些研究表明，员工对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与个人

和组织因素密切相关，但组织情境之外的文化和社

会因素如何作用于员工的心理契约，文献对此知之

甚少。 
Thomas 等人强调，群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和社

会影响会以知识或图式的方式作用于个体的认知和

动力系统。心理契约虽然发生在雇员和雇主之间，

但其建构、违背或破裂的复杂心理过程及其发生的

组织情境始终内嵌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情境之下，

并 受 之 框 定（Thomas, Ravlin, Liao, Morrell, & Au, 
2016）。Oyserman（2011）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文化和社会情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

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过程，如意义生成的认知

框架。基于此，我们认为仅停留在个人或组织层面，

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将不

足以完整、准确地揭示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将着眼于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集体主义文

化价值观和社会信任危机对组织情境下农民工心理

契约违背感知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将具体探讨两个问题：（1）集体主义文

化价值观和社会信任危机中的各类受骗事件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组织情境下农民工心理契约违

背的感知产生直接影响？（2）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与各类受骗事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民

工对组织情境性因素（如组织公正性）的判断，进

而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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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两千年来，立足于家族和宗族的集体主义文化

价值观成为整合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价值观。人们

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差序格局

的方式向外延伸，不仅重视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联结和凝聚力，亦强调对权威或社会成员权力

和地位差异的尊重与服从（费孝通 , 2006）。跨文

化实证研究补充结果亦显示，中国人不仅有着较高

的集体主义倾向，重视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

而且保持着较高的权力距离感，对社会成员之间

的权力和地位差异有着较高程度的接纳（Hofstede, 
Hofstede, & Minkov, 2010; Ma, Hu, & Gocłowska, 
2016）。因此，本研究将着重从集体主义倾向和权

力距离感这两个维度考察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农民工

心理契约违背感知的影响。

先前研究显示，个人层面的员工集体主义倾向

和组织层面的集体主义氛围对员工的组织认同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李燕萍 , 徐嘉 , 2014）。权力距离

感强的雇员更容易信任和服从领导（Kirkman, Chen, 
Farh, Chen, & Lowe, 2009），在面对心理契约违背

时更可能对雇主保持忠诚或对违背选择忽略的态度

（Zagenczyk et al., 2015）。这些研究表明，集体主

义价值观对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1：集体主义倾向

和权力距离感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着显

著的抑制作用。

1.2   社会信任危机与受骗事件

当前社会信任危机四处蔓延，医疗、食品、金

融等各个行业或领域的假冒伪劣或欺诈事件层出不

穷，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以传统道德为

基础的社会信任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对人或事物的

不信任心态日益普遍化（彭泗清 , 2003）。在这场

大规模的社会信任危机中，农民工受文化水平低、

信息不对称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交往和经济

活动中饱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欺诈行为的伤害（张春

泥 , 2011; 张康之 , 2005）。为此，本研究将以农民

工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受骗事件测查农民工在个体水

平经历的信任危机。

信任是人际交往和心理契约的基石，对心理

契约关系的维系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Atkinson, 
2007）。研究发现，员工对雇主的初始信任水平对

员工受雇 18 个月后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着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Robinson, 1996）；信任水平高的员

工在感知到心理契约的违背或破裂时更可能保持积

极的组织行为（Paillé & Raineri, 2016）。社会信任

危机中农民工经历的欺诈受骗事件虽多发生在日常

生活情境中，但 Thomas 等人（2016）指出，社会

影响会以经验或知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判

断。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2：受骗事件对农民

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3   组织公正感

在员工与组织的关系中，组织是管理者，员工

是被管理者，组织公正是维持员工与组织之间良

好关系的根基。雇员对雇主劳动补偿公正性的感知

和判断以及雇员对组织的失信或违背行为公正性

的判断是雇员心理契约违背或破裂的重要预测变

量（Morrison & Robinson, 1997; Turnley & Feldman, 
1999）。研究发现，较高的组织公正感对员工心理

契约违背和心理契约履行的感知分别有着显著的

抑 制 和 促 进 作 用（Cassar & Buttigieg, 2015；Chen, 
2010）。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信任危机是否会作

用于员工对组织公正性这一重要组织情境性因素的

感知和判断，进而影响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是

本研究感兴趣的另一重要问题。

在组织情境下，员工的集体主义倾向和权力距

离感对员工分配偏好和公正感知有着积极的预测作

用（Silva & Caetano, 2016）。在社会层面，当前的

社会信任危机加剧了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及风险感知（翟学伟 , 2008），而社会压

力引发的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会显著降低人们

对公正的感知（Huseman, Hatfield, & Miles, 1987）。

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3 和 4：集体主义倾向和

权力距离感通过组织公正感的中介作用，对农民工

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产生间接的抑制作用；社会信

任危机中的各类受骗事件通过组织公正感的中介作

用，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产生间接的促进

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来自长三角（苏州、嘉定、杭州等地）和东南

沿海地区（顺德、南海、厦门等地）的 12 家制造企

业参加了本次调查，涉及电子器件、机械设备、造

纸、家电等行业。从生产流水线随机抽取了 846 名

被试参加问卷填写，回收有效问卷 770 份，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91%。剔除户口不在农村，家里无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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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问卷，农民工问卷为 676 份。

被试平均年龄 30.66 岁（SD = 6.88）。男性 418 人，

女性 253 人，5 人未填写性别信息。

2.2   研究程序和工具

问卷由研究人员在生产休息时间发放、填写和

回收。自变量的问卷题目答案主要采用 Likert 7 点

计分方式，1 表示完全不同意 / 完全不符合，7 表示

完全同意 / 完全符合。各问卷的效度和信度信息见

表 1。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换工作次数等。

集体主义倾向：该问卷改编自人际依赖量表

（Singelis, 1994）和集体主义问卷（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 Gelfand, 1995），测量农民工对群体内

部团结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程度（8 题）。问卷

在国内样本中有着良好的信效度（杜旌 , 王丹妮，

2009）。 
权力距离感：问卷项目源自 Kirkman 等人（2009）

编制的权力距离问卷，测量农民工对组织内的权力

分配不均和组织成员地位差异的接受程度（8 题）。

该问卷在国内样本中有着良好的信效度（郑晓明 , 
刘鑫，2016）。

表 1    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和信度系数

a 组织公正感的双因素模型卡方值显著低于单因素模型，△ χ2（1） = 19.34，p < .001；
 b 心理契约违背的双因素模型卡方值显著低于单因素模型，△ χ2（1） = 389.13，p < .001。

受骗事件：测查农民工本人及家人在日常经济

和社会交往活动中经历过的受骗事件，测查了包括

传销、求职、婚姻、购物等 10 个场景，共 10 题。

每道题答案为是或否，“是”记为 1，“否”记为 0。

问卷题目是在对文献（雷宇 , 2015; 郑也夫 , 2006）

和 12 名农民工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编制而成。预

调查结果显示，问卷的信效度较好。

组织公正感：问卷项目源自 Mcfarlin 和 Sweeney
（1992）和刘亚、龙立荣和李晔（2003）修订的组

织公正问卷，包括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维度，

分别测量农民工对组织劳动补偿公正性的感知（4
题）和对薪水、绩效反馈以及晋升等决定程序公正

性的感知（4 题）。 
心理契约违背：问卷项目源自严进、胡敏、潘

慧珍（2010）和陈加洲、凌文辁、方俐洛（2003）

修订的心理契约问卷，包括交易型和关系型心理契

约违背两个维度，分别测量农民工在多大程度上认

为企业未能履行在经济报酬和工作安全上的责任（7
题）和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企业未能履行有关双方关

系和员工发展方面的责任（8 题）。答案采用 5 点

Likert 计分方式，1 = 完全做到，5 = 完全没有做到。

2.3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共同潜因子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做了检

验，结果显示本研究存在共同方法偏差，χ2（13）

= 49.42, p < .001。在模型的结构方程（SEM）分析中，

我们将共同潜因子纳入了模型，以排除共同方法偏

差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如表 2 所示，集体主义倾向等自变量与因变量

心理契约违背两两显著相关。控制变量性别和换工

作次数与心理契约违背呈显著相关。

3.2    心理契约违背的模型分析

使用 AMOS 22.0，采用 SEM 对研究假设进行了

检验。从模型的简洁性考虑以及为更好地测查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减少抽样误差），对问

卷题目较多的自变量采用了打包（item parceling） 处
理（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打

包后，集体主义倾向、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分别

含有 3 个观测指标。  
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的各项拟合度指标较好，χ2（55） = 118.12，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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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I = .97，TLI =.97，CFI = .98，RMSEA = .04。 依

据研究假设，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受骗事件不仅对心

理契约违背有着直接影响，而且通过组织公正感的

中介效应对心理契约违背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依

据 Baron 和 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我们依次检验了 3 个模型。

模型（1）测查了集体主义倾向等自变量对因变

量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χ2（30）= 41.22，p = .08, 
NFI = .98，TLI = .99，CFI = .99, RMSEA = .02；β 集

体主义倾向 - 违背 = -.20，p < .05；β 权力距离感 - 违背 = -.16，p < 
.001; β 受骗事件 - 违背 = .41，p < .001; 

模型（2）测查了集体主义倾向等自变量对中

介变量组织公正感的影响和组织公正感对心理契约

违背的影响，χ2（48）= 108.19， p < .001，NFI = 
.97， TLI = .97，CFI = .98，RMSEA = .04；β 集体主义

倾向 - 组织公正 = .32，p < .001；β 权力距离感 - 组织公正 = .13，p 
< .01; β 受骗事件 - 组织公正 = -.40，p < .001；β 组织公正 - 违背 = 
-.74， p < .001。

模型（3）同时测查了集体主义倾向等自变量

和中介变量组织公正感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χ2

（45）= 80.46，p < .001，NFI = .98，TLI = .98，CFI 
= .99，RMSEA = .03。该模型共解释了心理契约违

背 53.3% 的方差。如图 1 所示，模型（3）增加了中

介变量之后，集体主义倾向对心理契约违背不再有

显著影响，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对心理契约违背

仍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表明组织公正感对

集体主义倾向与心理契约违背之间的关系起着完全

中介作用，对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与心理契约违

背之间的关系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采 用 AMOS 偏 差 矫 正 方 法（Bias-corrected 

表 2   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p ≤ .05. **p ≤ .01. ***p ≤ .001

    图 1    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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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对组织公正感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了

检验（Cheung & Lau, 2008）。结果显示，集体主义

倾向、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对心理契约违背间接

影响效应的 95% 偏差置信区间依次为 [-.14, -.10]，p 
<  .001；[-.13, -.01]，p < .05；[.11, .24]，p < .001，表

明组织公正的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和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权力距离感对农民工心理契约

违背的感知有着直接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员

工对组织成员权力或地位差异的尊重，能让员工在

更大程度上承受自己与受雇单位之间对权利和义务

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二者之间心理契约关系的稳定。

集体主义倾向和权力距离感还通过组织公正感的中

介作用对心理契约违背产生间接的抑制作用。该结

果拓展了既有文献有关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对心理

契约作用机制的理解，即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不

仅对心理契约的稳定有直接影响（Zagenczyk et al., 
2015），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员工对组织情境性因素

的判断（如组织公正感）间接促进心理契约的稳定。

与研究假设一致，受骗事件对农民工心理契约

违背的感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社会信

任危机或频繁发生的社会欺诈事件不是静态或孤立

的存在，而是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个体内化过

程，以知识或经验的形式对人们在陌生城市中的心

理契约关系的维系产生消极影响。该结果与 Thomas
等人（2016）的观点一致，即心理契约的建构和变化

虽是组织情境下的个体心理过程但始终内嵌在特定

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并受之影响。简言之，信任危机

在我国已然成为陌生人之间构建和发展稳定契约关

系的一大障碍，是中国社会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

会转型的道路上需要应对和克服的挑战之一。

 在理论上，本研究结果拓展和深化了既有文献

对心理契约违背前因变量及影响机制的认识，心理

契约违背不仅受制于个体和组织因素（Vantilborgh et 
al., 2016），还受制于人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勾勒出了中国社会在由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过

程中，文化（如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力量（如

社会信任危机）对个体与组织之间心理契约关系的

复杂影响；研究结果亦深化了既有文献对文化和社

会因素与个体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即文化与社会

因素不仅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认知与判断（Oyserman, 
2011），而且通过影响个体对组织情境的判断，间

接地影响个体的认知与判断。在实践层面，本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应重视对员工集体主义价值

观的引导，强化员工对组织的信任，这将有益于员

工与企业之间契约关系的稳定。

本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在心理契约

违背的预测模型中，权力距离感等变量与组织公正

感及心理契约违背之间的路径系数不高，这可能和

权力距离感与集体主义倾向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

有关；其次，“熟人关系”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

重要特征，但本研究未直接考察熟人关系和心理契

约违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结或冲突。我们期待未来

研究能更细致全面地考察文化和社会因素（如熟人

关系）与心理契约之间的关系。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个体

与组织之间心理契约关系的维系或变化是个体、组

织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体主义文化

价值观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直接和间接

的抑制作用；社会信任危机中的受骗事件对农民工

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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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Pan  Yingqiu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PCB) refers to one's percept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has failed to fulfill adequately his or her promised 

obligations (Robinson, 1996). Find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 have intensively documented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PCB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working attitude. However, much less was known about the factors and the process underlying PCB. A few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e.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r organizational (e.g., job resources and demands) factors with PCB and 

claimed that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PCB.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omas and colleagues (2016) argued 

that employees’ PCB occurred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 but factors that might shape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PCB were beyond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level variables. Sociocultural factors had a framing effect on the motivational and cognitive process of PCB. Following this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migrant workers’ cultural values of collectivism (e.g., collectivistic tendency and power 

distance) and social trust crisis (e.g., experiences of being cheated) worked together and shaped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in the organizational 

setting.

676 migrant workers (418 males, 253 females, 5 unreported) were recruited from 12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ocated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oastal areas in Southeast China. All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rawn from the production site in ea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and were 

request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s during the break time from work. Th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ranged from 18 to 53 years old, with an average 

age of 30.66. The years of education that participants completed ranged from 6 to 14 years. Each participant received 20 RMB for the completion of 

questionnai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edi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of collectivism and experiences of being cheated to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It was found that collectivistic tendency had no direct effect on perceived PCB but contributed to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negatively via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ower distance positively contributed to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directly as well as indirectly via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the contrary, experiences of being cheated positively predicted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via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ocultural factors had an eviden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Collectivistic tendency and power 

distance dramatically diminished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while experiences of being cheated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migrant workers’ 

perceived PCB. The results provided solid evidence that PCB was not simply a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but was shaped by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 a complicated way. In sum,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exte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ant literature on the antecedent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that shaped employees’ perceived PCB.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d that social trust crisis was a big obstacle on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acquaintance society transforming into a contractual socie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stabl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cultural values of collectivism and trust construction among employees should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collectivism, trust crisi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